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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异常现象”琐议

阎 照 祥

［摘　要］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不仅有辉格党／自由党和托利党／保守党的对立，保守党和工党的长期

对抗，还有“骑墙者”、党籍更换、党内建立山头和新党建立等“异常现象”。这些情状，或肇始于独立政治立

场的坚持，政治环境的相对自由；或归因于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目标追求，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之先的心

理判断；或缘起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立宪政体之下政治氛围宽松以及各党党纪相对舒缓。而英国共产

党在２０世纪的发展并衰微，原因在于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因素，包括本国“简单多数出线制”之议会选举制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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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英国政党论争的论著，一向重视两大政党的对立，至于超出此畛域的“异常现象”，则
着力不足。这种偏差反映在历年研究成果中。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揭示英国大党对立的论著频
频问世，其中有关大党之间政治观点和政策的论争，总能写得巨细兼备，栩栩如生；至于为数不少的游
移动摇者或“中间分子”，昙花一现的小党派和党籍更换现象，则着墨不足。即便写了一些，也大多站
在“政治道德”高度进行指责批评。此写法的弊病，是将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简单化、模式化，忽略了其
多样化和多变性，过分强调了阶级立场、政治观念与宗教信仰的二元对立。
笔者多年来的论著就存在此种问题。在多年前出版的《英国政党政治史》中，笔者对１７世纪英国

党派斗争中所谓“骑墙”的“哈利法克斯现象”只字未提；至于近现代更换党籍、党内建立山头和新党建
立等，亦言之甚少；有关英国共产党历史全无声息，以至于常有学友问我“英国共产党是不是本国工党
的一部分”；对于工党分裂出“四人帮”①、继而导致新党重组的历史则一笔带过②。
在英国学界，研究英国某党派或某时段大党对立的论著较多，介绍小党活动的论著较少。鉴此，

笔者撰写此文，集中介绍和评议英国政党政治史中的“异常现象”，包括：１．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

２．党籍更换；３．党内建立山头；４．新党建立。不当之处，恳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　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

英国早期党派斗争中，不仅存在界限分明的思想对立，而且常见游移、折中和调和，有一种较为醒
目的“哈利法克斯现象”。
哈利法克斯侯爵（Ｈａｌｉｆａｘ，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ｌｅ，１ｓｔ　Ｍａｒｑｑｅｓｓ　ｏｆ，１６３３—１６９５）本名乔治·塞维尔，１７

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出身于乡绅贵族家庭。其父威廉·萨维尔爵士内战时是王党分子。哈利法克
斯是１６６０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支持者、协商会议的参加者，１６６８年受封子爵，几年后入枢密院，因
批评首席大臣而被国王免职。１６７９年复职，封为侯爵。可他未因王室恩宠而执意效忠，却在上院主
持反对天主教徒詹姆士继承王位的活动。为此，他官职屡变。１６８２年１０月任掌玺大臣。１６８５年２
月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将其降为枢密大臣，１０月又把他解职。“光荣革命”后新王即位，他出任掌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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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四人帮”名号，借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术语，是指原工党著名政治家罗伊·詹金斯、雪莉·威廉斯、戴维·欧文和威
廉·罗杰斯。

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臣和王室首席大臣，１６９０年在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夹击下辞职。
哈里法克斯是“排斥危机”期间杰出的议会辩论家之一，也是当时最具文采的政治评论家。在激

烈党争中，他因立场不确定或态度超脱而被称为“骑墙者”（Ｔｒｉｍｍｅｒ），具有“动摇者”“变色龙”“不倒
翁”等含义。例如，他作为上院贵族和枢密院要员，既反对查理二世的亲罗马天主教政策，又批评

１６７３年反天主教的《宗教考察法》，给人以乖张善变的“两面”印象。１７世纪８０年代初，党争在高压下
沉寂，他撰写了小册子《詹姆士二世的品性：政治品格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反响》《一个骑墙者的品
性》，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阐述其政治理念。在《詹姆士二世的品性：政治品格与形形色色的思
想和反响》中，哈里法克斯用较多文字描写查理二世的优缺点，如说他言语随和但生活放荡，处事灵活
却理性不足，宗教上有苏格兰影响但不坚定；行为不加掩饰，缺少王者之尊；头脑聪颖而不爱动脑筋，
富于智慧但并非来自阅读，记忆力强却不善于思考；能和臣民密切相处，役使他们却不珍惜他们，极少
考虑到臣民的愿望，好在他未豢养宠臣；小事聪明，大事执拗；溺爱情妇，奸情不断，使寝宫和枢密院不
分，其政府颇像一个“妇道内阁”①。字里行间，人们看到的不止是作者的闪烁其词，还有揭露批评的
勇气。当然，查理二世在位时，他不会如此秉笔直书。
哈里法克斯侯爵在评判英国政府体制时，妙语连珠，充满机警和智慧，发人深省。其中，箴言警句

有：
　　１．每种宪制中总有某些权力不能也不应受到限制。

２．国王特权应该像民众服从一样明晰。

３．破坏法律的权力不应留在法律之内。

５．国王必须认识到权力一旦失去就不可复得。

１３．政府要么受法律的约束，要么犯罪。世上无第三条道路可选。

１５．腐败政府的职位因人而设，优良政府的人是因职而选②。

以上箴言式文字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其中，第１款以笼统言辞强调传统权力不容侵犯和更改。
第２款含义晦涩，将“国王特权”与“民众服从”相比对，是指国王应该服从立宪政制呢，还是认可国王
的传统特权？若同第３款结合起来理解，则会领悟出作者限制王权的意境。第５款强调王权一旦失
去就不可复得，实是预测了英国当代君主制向立宪政制发展的趋势。第１３款断定政府必须依法施
政，这种说法在１７世纪后期堪称先知。第１５款发人深省，很容易使后世读者面对现实思考：腐败政
府因人设职，必定耗费民脂民膏；而廉洁政府则会恰当安排人选，各司其职，各有所为。可见，哈利法
克斯侯爵并非一个思想混乱、明哲保身的政界“不倒翁”，而是一个有着系统性见解的政治思想家。
“骑墙”并未妨碍他表达心声。
哈利法克斯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讥讽，以“骑墙者”自嘲。１６８５年，辉格党完全失势时，他在其《一

个骑墙者的品性》③中，用一种“足以吓坏儿童并使妇女流产”的怪异方式，采取第三人称写法，阐述自
己的一些基本观点，说明自己并非是教会和国家的异教徒。他解释说，所谓“骑墙者”应该是无辜的；
宛如在一条船上，当两批人致使船向各自的一侧倾斜时，有人设法让船平稳航行，使乘客平安无虞④。
也正因如此，哈利法克斯留下的文稿，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政治极端和党派偏见，具有较高真实性，展
示了他的政治原则和观点，提供了较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哈利法克斯不惧他人耻笑，敢于扮演“骑墙者”角色，是基于他对政党与君主关系的认识。１６９３

年，他著文称，某国王可以在两党之间游刃有余，而两党终归要合而为一，共同效忠国王。这犹如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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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首任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查理二世的品性：政治品格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反响》（Ｈａｌｉｆａｘ，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ｌｅ，１ｓｔ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伦
敦：［出版者不详］１７５０年版，第３、６～１９页。
《一个骑墙者的品性》（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ｒｉｍｍｅｒ）发表于１６８４—１６８５年之间，是哈利法克斯最得意的作品。他自称“骑墙
者”，似乎是对国王的忠告，也是表明其观点、态度和立场。

沃尔特·拉雷辑：《首任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全集》（Ｗａｔｅｒ　Ｒａｌｅｉｇｈ，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ｌｅ，Ｆｉｒｓｔ
Ｍａｒｑｕ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ｌｉｆａｘ），牛津：牛津大学克拉伦登印刷公司１９１２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需要解救的醉汉，可以更换医生，却无需更换饮食①。
“哈利法克斯现象”的存在与当时英国政党组织水平有关。当时，所谓政党，其骨干主要是议会两

院一些议员。他们除了拥有政治俱乐部，尚无其他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进退程序和具体限定，一些
党人在思想上、行动上还有较多选择自由，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尚非信仰一贯、立场坚定的党人，倘若
时局变化，出现思想波动或立场超脱者，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形在以后英国延续甚久。

二　党籍更换

既然哈利法克斯在１７世纪剧烈的党派斗争中可以“骑墙”，独自抒发政治见解，那么，在１８、１９世
纪，一些有见解有个性的政治家则可释然更换党籍、转变立场了。

１８世纪更换党籍的典型人物是辉格党人艾德蒙·伯克（１７２９—１７９７）。他本是坚定的辉格党思
想家和代言人，积极参加乔治三世在位早年的宪政辩论。１７７０年，他受辉格党罗金厄姆派领袖重托，
发表《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批评国王独断，违反自由民主精神，随意恩赐官职，侵夺议会权力。
至于政党，他认为不应被视为无良帮派，而是根据共同原则联合组成的合法团体，是君主和议会之间
的政治纽带，享有政治参与权。此外，他还特别关注北美殖民地问题，与该党领袖查理·福克斯一道
支持美国独立；关注爱尔兰问题，呼吁爱尔兰对外贸易的平等权和争取天主教徒解禁。一系列的果敢
言行，使他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和辉格党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些英国人对之讴歌。可是，伯克通过亲自考察，预见到邻国变革的险恶走

势，估计法国社会要发生变故：“人民在摆脱法律和政治约束。”②一场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会使民众丧
失自由。迅即，他在下院就反法问题和党内要员激辩，攻击法国革命破坏传统，导致共和政体和无序
状态，而未来恢复将费时良久。法国“暴民”毁坏了社会秩序，威胁欧洲文明，故英国必须加强防务，与
法国一争高下。他继而表示，若有必要，他宁可抛弃挚友去和自己最厌恶的党派一道，反对任何引进
革命的企图③。为应对国内激进主义思潮，表达自己对邻国重大问题的迫切关注，他于１７９０年年初
发表了反对法国革命的著作———《法国革命观感录》，批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破坏了社会“天然秩
序”。该书广为流传④，深得乔治三世嘉许。辉格党内部反应激烈。翌年４月，福克斯在议会盛赞法
国新宪法是最雄伟壮丽的自由大厦，法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人权宣言》是世界各国宪
法的基础⑤，引发激烈论争，加快了辉格党分裂。后世人们将《法国革命观感录》的出版视为保守主义
诞生的标志。１７９１年夏季，伯克发表了重要文论《告新老辉格党人书》，力劝他们与福克斯派决裂，与
政府站在一起从事“反雅各宾事业”。仅一年光景，以伯克为首的原辉格党右翼与政敌站在一起，参加
了皮特政府⑥。以上可见，伯克代表辉格党右翼与“本党”分手，是他在新政治形势下的重大抉择。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虽有学者对伯克的“叛党”行为加以唾骂，可他实际上是将政治原则置于“党

籍”之上，其行为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认可。
英国近代另一位失却党籍者，是“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皮尔出身于工厂主家庭，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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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治国箴言》（Ｈａｌｉｆａｘ，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ｌｅ，Ｍａｘｉ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伦敦：［出版者不详］１７００年版，
第１８２页。

Ｒ．Ａ．考本、Ｒ．Ａ．史密斯辑：《艾德蒙·伯克书信集》（Ｃｏｂｂｅｎ　＆Ｒ．Ａ．Ｓｍｉｔｈ，ｅ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ｍｏｎｄ　Ｂｕｒｋｅ）第

６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２５页。

Ｌ．Ｇ．米切尔：《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与辉格党的分裂（１７８２—１７９４）》（Ｌ．Ｇ．Ｍｉｃｈ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Ｆｏ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ｉｇ　Ｐａｒｔｙ，１７８２—１７９４），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波特拉姆·纽曼：《艾德蒙·伯克传》（Ｂｅｒｔｒａｍ　Ｎｅｗｍａｎ，Ｅｄｍｏｎｄ　Ｂｕｒｋｅ），伦敦：Ｇ．贝尔父子出版公司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８页。
菲利普·玛格纽斯爵士：《艾德蒙·伯克传》（Ｓｉ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ａｇｎｕｓ，Ｅｄｍｏｎｄ　Ｂｕｒｋｅ：Ａ　Ｌｉｆｅ），伦敦：约翰·穆雷出版公司１９３９年
版，第２１４页。

以伯克为首的辉格党右派与福克斯等人决裂的理由，是认为后者破坏了世世代代保留的“古老契约”［艾德蒙·伯克：《尊贵
的艾德蒙·伯克文集》（Ｅｄｍｏｎｄ　Ｂｕｒｋｅ，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Ｅｄｍｏｎｄ　Ｂｕｒｋｅ）第４卷，波士顿：小布朗出版公
司１８８９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年属托利党自由派，曾在利物浦内阁①中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他于１８２５—１８３０年整顿
和改革刑法，废除了诸多不当的死刑条款。１８２９年，他试行都市警察法，建立了大伦敦区警察队。皮
尔很重要的一个举动，是作为托利党领袖，在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带领托利党尽快完成了向新型保
守党的演变。１８３４年，他在其选区发表了著名的《塔姆沃思宣言》，阐述其基本观点，表示他认可议会
改革法案所造成的变化，尽力弥补因《改革法》给保守党所造成的“某种道德缺陷”，终止政治被动，获
取执政机会②。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了其党派立场的坚定性。
皮尔的又一件惊人之举，是他在１８４６年１月下旬，以首相身份，顺应自由主义精神，说服议会议

员，废除了实施三十多年的《谷物法》，完成了自由党权贵刻意回避的重大使命。顿时，万众庆祝，报纸
赞扬。皮尔成了改革楷模。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高度评价废除《谷物法》的历史作用：“使中产阶级
消除了对政府和贵族的怨恨”，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大革命③。２０世纪传记作家诺曼·盖什评价皮尔具
有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技能、政治道德品质和责任感，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先④。引人注目
的是，皮尔在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改革思路和行为，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皮尔主义”（Ｐｅｅｌｉｓｍ）。在
英国政治史上，一位政治家及其言行获此名分，乃属首次。
废除《谷物法》，损害了皮尔内阁和保守党。自由党领袖约翰·罗素联合保护贸易派议员，击败保

守党政府，迫使皮尔下野。以后，其追随者“皮尔派”在威廉·格莱斯顿的领导下，经过多年交叉合流，
最终皈依了自由党。

２０世纪一再更换党籍的大人物是名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先是“独立的保守党人”，１９０４年因抨
击保守党政府保护关税政策而被自由党接纳。１９０６年自由党执政后，他先后任内阁多种大臣，主持
过多部部务。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３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连续落败，工党崛起。丘吉尔感到自由党难以与保守
党抗衡，便向保守党靠拢，再次更换党籍⑤。１９２４年夏，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在大选中代表保守党高
票当选，很快被首相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应对经济危机和大罢工。以后，他抵制保守党内绥靖主
义与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督促英国重整军备，鼓励盟国加强军事实力。张伯伦绥靖政策彻底失败后，
丘吉尔被推向领袖高位，领导全国奋起抵抗，并放弃他一贯反共主张，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战线。
丘吉尔两次更换党籍，一是为了坚持国家利益优先于政党利益的重大原则，二是为了有利于施展

政治才能和抱负。比如，他在１９０４年更换党籍，是对追随保守党的约瑟夫·张伯伦的保护关税政策
不满，认为“通过征税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富有，就像某人站在水桶里……亲手把自己举起来”⑥。鉴
此，他毅然加入反对党。丘吉尔的第二次脱党亦非一蹴而就。１９２３年他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大选
失败。翌年３月，他秉持反社会主义立场，以“立宪主义者”身份寻求补选，失败后打算成立一个立宪
党⑦。这时保守党领袖向他示好，表示重用。于是，他接受鲍德温的邀请，任财政大臣，并正式加入保
守党。报刊评论挖苦道：“任何人都可以是大老鼠，但这需要一个足智多谋的老鼠。”⑧丘吉尔任财政
大臣期间，经受了大罢工和金融危机的折磨。１９２９年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被击败。工党第二次组建
政府，丘吉尔与保守党领导人因关税和印度治理问题再生分歧。两年后，麦克唐纳组建联合政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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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领导的托利党内阁前后延续１５年（１８１２—１８２７年），中经拿破仑战争，逐步显露出自由主义特色。首相利物浦伯爵听
任皮尔等大臣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Ｇ．Ｍ．杨：《英国历史文件（１８３３—１８７４）》（Ｇ．Ｍ．Ｙｏｕｎｇ，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８３３—１８７４），伦敦：伊瑞和斯鲍
提斯伍德出版公司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Ｊ．汉纳姆辑：《１９世纪宪制，文件与评论（１８１５—１９１４）》（Ｊ．Ｈａｎｈａｍ，ｅｄ．，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８１５—１９１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诺曼·盖什：《１８３０年之后的罗伯特·皮尔爵士》（Ｎｏｒｍａｎ　Ｇａｓｈ，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ｉ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ｅｌ　ａｆｔｅｒ１８３０）第１卷，伦敦：朗曼
出版公司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３～１４页。

保罗·约翰逊：《丘吉尔传》《Ｐａｕ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纽约：企鹅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４页。
道格拉斯·哈尔辑：“丘吉尔大选演讲”（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ａｌｌ，ｅｄ．，“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伦敦：丘吉尔研究中心（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９—０８—２８。

克瑞斯·库克：《英国政治史资料集（１９００—１９５３）》（Ｃｈｒｉｓ　Ｃｏｏｋ，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００—１９５３）第２卷，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１９７５年版，第７３页。

在英式英语中“老鼠”（ｒａｔ）的意思是背叛。道格拉斯·哈尔辑：“丘吉尔大选演讲”，伦敦：丘吉尔研究中心，２００９—０８—２８。



丘吉尔未能入阁，赋闲撰写历史著作。
比起伯克、皮尔来，丘吉尔屡次更换党籍，似乎多了政客习气，也因此受到媒体抨击。但是，此类

批评未占据舆论主流。毕竟，英国乃自由主义国度。况且，丘吉尔党籍更换乃至脱党独居，是为了审
时度势，寻觅合适时机和政治平台，施展政治抱负。

三　党内建立山头

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党内建立小山头现象屡见不鲜。限于篇幅，本文试举二例。

一是“青年英格兰”。该党出现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其名号有少不更事、标新立异之意，内有三流作
家本杰明·迪斯累利和３名贵族子弟。他们胸怀浪漫主义心性，以复古精神傲视自由主义思潮，发言尖
刻冷峻，赢得数十名青年议员支持。他们敌视各项社会改革，认为皮尔内阁背离了托利主义原则。关于
英国社会结构，他们断定分为三个阶级，其中中产阶级由工厂主和激进派组成，财富剧增，野心陡涨，奉
行自由放任理论，蓄意制造革命险情。故唯有实现贵族、工人两个阶级的联合，方可避免社会灾祸。

“青年英格兰”存世时间不长，前后仅数年。当《谷物法》废除时，已因内部分裂而寿终正寝。为此
有人断言，“青年英格兰”运动标志着自由派托利主义的终结①。

“青年英格兰”尽管短命，迪斯累利却借此崛起。若无此短命小型宗派使其凸显身手，没有３位贵
族子弟帮衬，犹太人血统的平民迪斯累利则会长久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况且，在选民扩大时代，他在
“青年英格兰”的活动，养成了他重视和联合工人阶级选民的理念，为他在１８６７年协同德比首相领导
第二次议会改革，乃至稍后担任保守党首相继续社会改革，准备了必要前提。
另一个是保守党内部的反对党———“第四党”，亦属“袖珍型”小党，由保守党内部４名权贵组成。

其中，伦道夫·丘吉尔乃公爵亲子②，另外３人均属家世显赫。该派缘起于“布雷德洛事件”，伦道夫
利用下院混乱，另立山头。“第四党”活动集中于两点：一是批评保守党两院领袖诺斯科特、索尔兹伯
里无所事事，互不配合，影响保守党综合实力。策略上，他们有打有拉，将诺斯科特作为主要攻击对
象，严厉抨击；并在《双周评论》上著文，力挺索尔兹伯里侯爵为迪斯累利的接班人。“第四党”活动降
低了诺斯科特的声望，提高了伦道夫·丘吉尔的威信。二是继承和发挥迪斯累利的政治策略，力争下
层选民尤其是工人上层的支持。“第四党”对保守党上层人物不屑于在工人中发展政党的做派不满，
发表宣言谴责领导层狭隘偏执，说他们限于阶级局限，“生活在一种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和他们的阶级
利益与特权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的环境中，对普通民众的意见点滴不进……仅仅把人民当作欺骗对
象”③。比起上一代保守党人，“第四党”明晓，保守党的“绝大多数是由工匠和劳工阶级组成的———它
在赢得工人阶级新人之前将无法发挥作用”④。

“第四党”在党内建立山头的做法，提高了伦道夫·丘吉尔的政治威望。１８８４年，他依靠党内地
方代表的支持，当选为保守党全国联合委员会主席。翌年，索尔兹伯里组阁，邀请伦道夫担任印度事
务大臣。当年６月，索尔兹伯里第二次组阁，任命３７岁的伦道夫为财政大臣，使之成为党内二号人
物。倘若他不是盛年病危，中断政治生涯，有可能成为首相。

四　另建新党

英国不仅最早产生了两党对立格局，还出现了新党对旧格局的突破，突出例子是工党崛起并取代
自由党，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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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莱克：《丛皮尔到撒切尔时的保守党》（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ａｃｋ，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ｅｌ　ｔｏ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伦敦：麦森
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２页。

伦道夫·丘吉尔是２０世纪著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

Ｍ．阿斯特罗戈斯基：《民主制和政党组织》（Ｍ．Ａｓｔｒｏｇｏｓｉｋ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第１卷，伦
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１９２２年版，第２６３页。

阿兰·比提：《英国政党》（Ａｌａｎ　Ｂｅａｔｔｉ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ｒｔｉ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第１卷，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克松出
版公司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１０页。



工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于１９００年，最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它是依靠自身与工会
的密切关系，由费边社、社会主义联盟、独立工党等联合组建。１９０６年改称工党，势力渐盛。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得以与两个老党组建联合政府。１９２２年大选后成为正式反对党。继而，在１９２４年年初，
依仗自由党支持，首次执政，成为西方改良式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范例。
英国工党首次上台执政，起码证实了三点：第一，在接近实现全国成年公民投票权时代，人多势众

的工会投票力量不可小觑。第二，在英国中产阶级人数尚且不够多、体力劳动者依然占据从业者多数
之际，激进改革的政治许诺，民主社会主义的名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第三，在政治相对宽
容的英国，具有社会主义名号的政党可以实现重大突破。
英国政治史上很别致的一页，是共产党的出现，并得以参加大选，进入议会。英国共产党

（ＣＰＧＢ）成立于１９２０年８月，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建立的。可该党始终未像本
国工党、法国工党和意大利工党那样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而是组织发展缓慢。其纲领和政策激进程
度，虽与工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总是遮蔽于本国工党纲领的阴影之下。关键一点是，英国共
产党难以得到本国大型工会的有效支持。而且，英国长期实行选区中“简单多数出线制”选举方式，使
共产党选票过于分散，无法获得可观的选民支持，政治上难成气候。如１９２２年大选，共产党共获

３０　６８４张选票，占全国总选票０．２％，赢得１个席位①；可１９３１年大选共获６９　６９２张选票，得票率升至

０．３％，却未获议席；１９３５年只获２７　１７７张选票，得票率仅０．１％，竟意外得到１个席位②。
英国共产党建立后，踊跃参加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工人大罢工，个别骨干分子被捕。３０年代他

们反对保守党政府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声誉见长。１９３５年大选中，威利·加拉赫当
选为议员。１９４５年共产党获较多选票和２个议席，成就空前绝后。以后几十年，无论得票多寡，均与
胜选无缘。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共产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不足０．１％，得票数也由１１　６０６名减至

６０７８名③，不值一提了。
英国共产党大选时获选票不多，其在册党员人数更少。譬如，该党初建时尚有党员５１２５名。可

是，翌年则上下浮动，变化频繁（见下表）。其他年份情况大致相同。
１９２１年英国共产党在册党员人数变动情况④

月份 １月 ６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人数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４８３８　 ４８７７　 ４６３３　 ４５３２　 ４２６９　 ３９０６

　　英国共产党在册党员人数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党员进出自由，甚至大多在加入时注册登记，退
党时不辞而别。党组织必须经常登记方可把握其党员数量的变化情况。而英国共产党这种组织状
况，司空见惯。一些党员缺少明确的党籍理念。这是西方政党一种普遍性组织特征。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英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出现高点，达１２　０００名，尔后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
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共产党影响扩大，党员总数明显增加，１９４５年４月仅女党员就增加到１１　９７８
名，占党员总数的２６％⑤，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共产党政治上不景气，是由诸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大党挤压下，组织发展困难。保

守党和自由党早在１９世纪中后期就建立起完善的组织系统，包括地方党团、全国性政党联盟、党魁和
议会两院和外围附属团体，拥有众多党务工作者和活动经费。工党产生虽晚，可它自始就是若干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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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体，并有众多个体党员，易获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而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党
员人数达到一万六千左右，１９４３年达到顶峰时也不过六万①。其中，虽有一些知识分子骨干，可它仍
属“袖珍型”小党。英国共产党组织规模小，注定在议会选举传统悠久的英国难成气候。第二，自身政
策方面的原因。英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比起工党，虽显激进，可在长期实行议会制的不列颠，民众
久受岛国保守主义熏陶，习惯于渐进性政治改革，赞同工党关于公有制和合理分配的民主社会主义主
张，而对苏联式暴力革命主张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在如此境况下，英国共产党稍微激进的主张，很难
与本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抗衡。何况，工党在组织方面严防死守，防止共产党人进入其内部从
事党派活动。第三，政府限制。冷战开始后，英国政府针对共产党颁布了不允许其党员在工会任职的
禁令，使其党员人数和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第四，内部政治观念纷争不断。多年来，尤其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年之间，英国共产党内部政治观念纷争激烈，由此引发所谓思想路线斗争，致使该党内讧屡生，元气损
伤②。第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共产党国家某些重大事件，如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使英国共产党在
一夜间失去了三分之一党员，包括一些高级工会会员；同时，失去了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
支持。其他如１９６８年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苏长期论战和边境战争，社
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失误，包括中国“文革”时期党内斗争，也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英国民众中声望下
降。一些党员对社会主义产生严重疑虑，纷纷退党。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苏联东欧解体，更是直接导致了
英国共产党解散。

五　对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异常现象”的理解

综观以上英国政党政治史非主流性“异常现象”，难免会有一些联想。
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虽然哈利法克斯式“骑墙”现象不多，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政治思路和独立立

场。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置身于其中的人，很难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
忠即奸，非左即右。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会有态度犹疑，或坚持中立，出现“骑墙”现象。所谓态度犹疑
者，与真正的态度居中明显不同。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暗中已有思考和判断，却不敢明确表达
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权威势力的监管震慑之下，他们会产生对自己前景的不祥判断，对身家性命的
担忧。况且，犹疑和规避更容易自保，免遭祸端。另一类是缺乏分析判断能力，不知所从。哈利法克
斯之所以“骑墙”，主要取决于其独立的政治伦理判断。

１７世纪晚期至“光荣革命”前，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需要较大勇气。起码，“骑墙者”总是及时
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就需要明晰的政治判断和大无畏的勇气，才敢公开亮相，不怕得罪两
边，不怕嘲弄、辱骂、抨击和轻视。正因如此，哈利法克斯才能独步近现代数百年，成为英国政党斗争
中一种为数不多的政治典型，得到公众认可。
伯克、皮尔和温斯顿·丘吉尔更换党籍，发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和缘由。
伯克不仅长期跻身辉格党行列，还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作为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对北

美殖民地争取独立，表示声援；可对于法国大革命，却激烈反对。因为法国距离英国很近，是将国王、贵
族和教会作为打击对象，这就不仅冲击了法国现有秩序，而且有可能引发不列颠社会震荡，所以出于维
护现有体制，伯克抨击革命，并将原有的自由主义加以修改，增添了保守主义内涵的托利主义理念。这
么一来，面对旧党谴责，为了他所维护的贵族人格尊严和国家体制，他会愤然放弃原有党派意识，投身于
小皮特的托利党。
如果说伯克最终完成了党籍更换，皮尔则是半途而废。皮尔在１８４６年率领多数议员废除《谷物法》

时，是依仗首相威望，打破党派界限，在多数辉格党议员支持下获得成功的。换言之，为了实现这一兼顾
多数国民利益的事业，他将国家和大众利益置于首位，而未顾忌党派私利，未考虑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
得失，也不忌讳保守党分裂。他决心已下，不怕触犯党内贵族地主利益而失去权位。他甚至没有完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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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更换。纵观之，“皮尔派”转变为自由党，是在十几年后由威廉·格莱斯顿领导完成的。
比较起来，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名人中屡屡脱党和更换党籍的典型。在丘吉尔所处的时代，英

国已完成了国家政治制度建构，围绕政党事宜已形成诸多切实可行的宪法惯例。例如，在议会中，虽
有执政党和反对党对垒的场面，但在内阁、法院和枢密院等机构发表的白皮书和其他内政外交文件
中，不得出现政党之类的字样。政府行政主体文官机构在履行国家行政职责时，必须严格保持态度超
脱和立场中立（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秉持“非人格化”（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非情感化”（ｕｎ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态度，不得在行政工作中流露出任何党派倾向。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反对党的批评监督）也
防备各大党滥用权势。还有，各党开支均不得依赖各级政府财政，各党财政支出只能靠党费和党内捐
赠维持；党产与公产严格分开。由纳税人所支撑的政府财政和公产，不允许任何个体和党派染指。因
此，著名政治人物的党籍更替，也往往被认为是个体行为，源自于其个人的主观判断，任何人不得擅自
干预。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也不得随意被加之以人格诽谤和侮辱，不得被丑化和攻击。如此一
来，所谓更换党籍，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
至于“青年英格兰”“第四党”等在党内建立山头行为，同样可以理解。在某党暂时分裂或党内第

一政治权威尚未确定时，少数人另立山头，既是对党内现实问题的警示和挑战，也是个人展示实力借
机成名的机会，还说明党内上下关系相对宽松：没有领袖的一言九鼎乾纲独断，没有严格的纪律处罚，
甚至没有有效的劝阻。一党内部可以纠集小帮派表达不同意见，形成内部压力，这有助于不同意见并
行共存，取长补短。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正是对此种情状的认可。
英国工党的建立及其对传统政党政治格局的突破，取决于大众化普选型议会政治的确立，工人阶

级队伍的扩充和工会实力的扩展。工党适应了这一社会条件，具备了取代自由党并赢得与保守党轮
流执政的资格。而英国共产党奋斗多年，功效微薄，大多源于这些基本条件的欠缺。
英国政党政治之所以能一再出现“骑墙”、更换党籍、党内建立山头和另建新党等“异常现象”，很

重要的是国内和各大党内部存在着一种温情主义的政治宽容。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各个公民个体
都有选择政治立场和党派的自由，诸般情状均在法律许可和公众理解范围之内，他人不可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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